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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臺灣《白虎通》研究商榷
—以林聰舜〈帝國意識形態的重建—
扮演「國憲」基礎的《白虎通》思想〉
一章為例
周德良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副教授
提 要
東漢建初四年（79），章帝召開白虎觀會議；元代大德九年（1305），《白
虎通》陡然問世，世人以此對質白虎觀會議，《白虎通》儼然成為白虎觀會議之
卷帙文獻。然而，自清代莊述祖、劉師培與孫詒讓，相繼主張「正名」《白虎
通》；至洪業則質疑《白虎通》，「疑其書非班固所撰」、「疑其非章帝所稱制
臨決者」、「疑其為三國時作品」；《白虎通》卷帙與白虎觀會議事跡兩者之間，
存在諸多不相應問題，懸而未決。
三年前（2013），林聰舜教授出版《漢代儒學別裁：帝國意識形態的形成與
發展》一書第八章〈帝國意識形態的重建—扮演「國憲」基礎的《白虎通》思
想〉，堅持《白虎通》是「章帝親自主持、裁決的經學會議所得結論編撰而成之
總結」之卷帙文獻，主張《白虎通》是扮演漢代帝國意識形態之「國憲」思想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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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自成一套經學服務於政治之社會倫理學觀點。本文以「戰後臺灣《白虎通》
研究商榷」為題，分析、評論林聰舜研究《白虎通》之成果與主張，標誌戰後臺
灣現階段研究《白虎通》之時代意義。
關鍵詞：《白虎通》 白虎觀會議 經學 讖緯 林聰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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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林聰舜〈帝國意識形態的重建—
扮演「國憲」基礎的《白虎通》思想〉
一章為例
周德良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副教授
前言
史書記載，東漢建初四年（79），章帝下詔太常以下，至諸生、諸儒會於白
虎觀，講議《五經》同異，章帝稱制臨決，堪稱經學史上一大盛事。班固
（32～92）纂修會議討論結果，卷帙曰「白虎議奏」、或「白虎通義」、「白虎
通德論」。會議卷帙當時已極為罕見，卷帙文獻散見於歷代文獻引述之內，史書
登錄不過卷帙名稱而已，且名稱猶莫衷一是。會議後一千二百年，元代大德九年
（1305）《白虎通》問世，世人便視之為班固所撰、白虎觀會議所得之卷帙；於
是，《白虎通》成為東漢白虎觀會議事跡之歷史見證。
國立清華大學林聰舜教授，順應傳統舊說，肯定《白虎通》是「章帝親自主
持、裁決的經學會議所得結論編撰而成之總結」之卷帙文獻，申論《白虎通》是
一部足堪「規範整個帝國制度或統治秩序的廣義的禮制」，最終主張《白虎通》
乃是扮演漢代帝國意識形態之「國憲」思想基礎；至於《白虎通》引述讖緯文句，
林教授則推論，是東漢儒學發展過程中「必然要走的一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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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戰後臺灣《白虎通》研究商榷」為題，以林聰舜〈帝國意識形態的
重建──扮演「國憲」基礎的《白虎通》思想〉一章為例，分析、評論林教授研
究《白虎通》之成果與主張，標誌戰後臺灣研究《白虎通》之時代意義。本文論
述程序有三：首先，概述林教授學術經歷；其次，分析林教授治《白虎通》成果
與主張；最後，評論林教授治《白虎通》成果與主張。
一、林聰舜學術概述
林聰舜先生（Lin, Tsung-Shun，以下稱林教授），民國四十二年生（1953）。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官方網站公布訊息，1林聰舜，專任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文學博士；曾任職：《清華學報》主編（1993～1997）、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
系／歷史系「傅爾布萊特基金會」訪問學者（1994～1995）、香港嶺南大學中文
系訪問教授（2007～2008）、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系主任（2008～2011）。林教
授學術研究專長：先秦兩漢思想、魏晉思想、《史記》《漢書》、明清思想。林
教授著作計有：「專書」七筆、「期刊論文」三十八筆、「專書論文（含研討會
論文已發表者）」十九筆、「研討會論文」一筆、「其他（翻譯）」五筆、「研
究計畫」十一筆。綜觀林教授學術研究與著作，論述範圍上自西漢《史記》，下
迄臺灣「新統治霸權」，涉獵廣博，學貫古今。林教授治學與專長，以中國思想
學門為主，透過史料文獻分析，釐清學術思想與政治權力關係，並且致力詮釋中
國思想理論與政治發展之依存、共生關係之合理化，建構一套以史料文獻為基礎，
以思想理論為架構，以政治實效為依歸之社會倫理學。
三年前（2013），由國立臺灣大學出版《漢代儒學別裁：帝國意識形態的形
成與發展》，全書共有九章（無「前言」，第九章「結論」），前八章均是林教
授個人已經發表在重要期刊或是會議論文集之獨立論文，是林教授近二十年來對
漢代學術思想與政治社會關係之總集成，恰可標誌林教授研究中國漢代思想之里
1 詳細訊息請參閱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官方網站：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39899,
r2884-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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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碑。2本文討論焦點──〈帝國意識形態的重建──扮演「國憲」基礎的《白虎
通》思想〉，即收錄在《漢代儒學別裁》最終章（第八章）；此章最初發表於1996
年「國科會 85年度哲學學門專題計畫研究成果發表會」，3其後收錄在 1998年中
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哲學論文集》。4
二、林聰舜治《白虎通》成果與主張
林教授《漢代儒學別裁》「自序」言：
這部書是以儒學發展成為漢帝國意識形態之核心為主軸，探討此一發展過
程前後所呈現的某些面相，特別是在此過程中，儒學有哪些特質讓它成功
扮演帝國意識形態的角色？又是如何自我調整，使其得以在長期思想競逐
中勝出？此外，本書也特別留意莊嚴的儒學論述背後蘊藏的權力關係，諸
如經學理想、帝國統治、儒者利益之間互相依賴又互相牽制的關係。（vii）
林教授運用「意識形態」（ideology）觀念，詮釋演繹漢代學術思想與社會政治關
係。儒學所以成為漢代學術思想主流，並且能長期佔據漢代主流思想地位，乃是
因為漢代儒學論述之特質，成功地扮演漢代帝國意識形態之角色，並且可以自我
調整、自我轉化、重新論述、與時俱進。然而，表相莊嚴之儒學，論述背後蘊藏
著權力關係：諸如經學理想、帝國統治與儒者自身利益，皆是儒學論述與權力關
2 林聰舜《漢代儒學別裁：帝國意識形態的形成與發展》「自序」言：「全書在長達二十年的漫
長歲月中分別寫成，現加以整理、修訂、改寫，算是留下個人在清華大學中文系教學研究的腳
印，更希望能成為兩漢思想史研究的墊腳石。」（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中國思想史
研究叢書；9），2013年）。
3 「國科會 85年度哲學學門專題計畫研究成果發表會」，主辦單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
文處．中研院社科所；南港中央研究院中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6年 11月 30日至 12月
1日。
4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哲學論文集》（1998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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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互相依賴且又互相牽制之複雜關係，也是漢代「儒學生存發展必然表現的樣
態」。
《漢代儒學別裁》第八章與最早發表於 1996年「國科會 85年度哲學學門專
題計畫研究成果發表會」〈帝國意識形態的重建──扮演「國憲」基礎的《白虎
通》思想〉，兩者文本比較，《漢代儒學別裁》第八章除誤字訂正，更正句逗與
修辭，以及為適應成書要求而統一注釋格式之外，只有在第二節「章帝制定『國
憲』的努力與白虎觀會議的召開」增補二段較大篇幅文字；然而，前後文兩者論
述主軸，始終維持一貫立場，顯示林教授堅持二十年前之主張不變。並且，標題：
〈帝國意識形態的重建──扮演「國憲」基礎的《白虎通》思想〉，維持不變，
說明林教授將《白虎通》視為東漢帝國「國憲」之思想基礎，是重建帝國意識形
態之代表作品。5
關於林教授治《白虎通》之學術成果，有目共睹，無需在此贅述；此外，林
教授以「意識形態」之歷史觀點分析《白虎通》文本內容意義，亦非本文探討對
象；本文僅就林教授研究關於《白虎通》與白虎觀會議之關係、《白虎通》與「國
憲」之關係、以及《白虎通》引述讖緯條文等三項問題提出討論。
（一）《白虎通》乃東漢白虎觀會議之卷帙文獻
林教授言：
《白虎通》是東漢章帝時期，皇權有計畫地介入儒學解釋權下的產物，它
的出現，代表章帝對儒學扮演帝國意識形態的重要性的高度認知。（頁
213）
5 本文以下凡引〈帝國意識形態的重建──扮演「國憲」基礎的《白虎通》思想〉，以《漢代儒
學別裁：帝國意識形態的形成與發展》第八章為準；若與 1996年論文有相異或增修之處，則
引文加底線標示。1996 年「國科會 85 年度哲學學門專題計畫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稱「前
文」，2013年《漢代儒學別裁》第八章稱「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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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教授主張，章帝利用政治權力介入儒學，透過儒學解釋權以建立帝國意識形態，
而《白虎通》，便是政治權力運作下之產物，亦是儒學對帝國意識形態之貢獻。
此乃是林教授對《白虎通》之基本主張。
關於《白虎通》之由來，林教授根據《後漢書．肅宗孝章帝紀》記載內容，
建初四年（79），章帝接受楊終建議，於洛陽北宮白虎觀，召開「正經義」之經
學會議；《白虎通》即是東漢章帝白虎觀經學會議之文獻資料。6林教授言：
這就是《白虎通》的由來。而《後漢書．儒林列傳》所載的「顧命史臣，
著為《通義》」，這位史臣正是《漢書》的作者班固，「天子會諸儒講論
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由此可知，《白虎通》記載
的是章帝親自主持、裁決的經學會議的決議，班固則是這部著作的整理者。
（頁 215～216）
關於《白虎通》一書由來，林教授遵循傳統學術共識，以為「是章帝親自主持、
裁決的經學會議的決議，班固則是這部著作的整理者」。正因為林教授將《白虎
通》視為東漢白虎觀會議之文獻資料，因此，《白虎通》之出現，正足以「代表
章帝對儒學扮演帝國意識形態的重要性的高度認知」。
至於《白虎通》，以及與《白虎通》有關之著作名稱，如：「白虎通義」、
「白虎議奏」、「白虎通德論」等三種不同稱呼，林教授在 1996年「前文」言：
于首奎承孫詒讓之說，認為《（白虎）通義》、《白虎通》、《白虎通德
論》是同一本書，而且是《白虎議奏》的省略本，至於《白虎議奏》專論
一經部份已散佚，說頗可取。今承《五代史．經籍志》、《舊唐書．經籍
6 《後漢書．肅宗孝章帝紀》曰：「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
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
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 劉宋 范曄撰， 唐 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
華書局，1965年 5月），卷三，頁 137～138。
292
淡江中文學報 第三十六期
志》、《通志．藝文略》、《宋史．藝文志》等稱法，以學界最常用的《白
虎通》之名名之。7
至 2013年「後文」（《漢代儒學別裁》），林教授將上述正文部分置於「注釋」
之內，並且罕見地在正文中增加十四行文字。林教授言：
其中，《白虎議奏》是「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
制臨決」的原始材料整理而成，與《白虎通義》應是不同的兩部書。至於
《白虎通德論》與《白虎通義》是否同一部書，則很難斷定，……而不論
《白虎通德論》與《白虎通義》是否為同一部書，由於只有《白虎通義》
流傳下來，將其視為章帝親自主持、裁決的經學會議所得結論編撰而成之
總結，大致不會有問題。而且既名為《通義》，則代表它是整合性的、通
行天下的經義，《白虎通》則為《白虎通義》的簡稱，也是通行的稱呼。
（頁 216～217）
林教授 1996年「前文」採取孫詒讓與于首奎之說法，將《白虎通》視為「通論」
五經之「白虎通義」，但是捨棄孫詒讓正名「白虎通義」之主張，8仍然保留學界
最常用的名稱「白虎通」。至於 2013 年「後文」，則接受劉師培與鍾肇鵬之主
張，9以為白虎觀會議有二種文本傳世：一種是會議原始材料之「白虎議奏」，另
7 「國科會 85年度哲學學門專題計畫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頁 3。
8 孫詒讓：〈白虎通義考〉上、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國粹學報舊刊全集》，1974
年，第五年第二冊第五十五期），頁 2113～2119。
9 林教授於《漢代儒學別裁》注釋 12說：「鍾肇鵬總結前人研究，認為《白虎議奏》是根據白
虎觀會議的原始紀錄整理而成，《白虎通義》是根據白虎觀會議的結論撰寫而成，《白虎通》
是《白虎通義》的簡稱。至於《白虎通德論》可能是《白虎功德論》之誤；又承劉師培〈白虎
通義源流考〉的說法，認為《白虎通德論》也可能本應作《白虎通》、《功德論》，是兩種不
同的著作。鍾肇鵬總結前人研究的說法，在沒有新證據出現前，是比較平穩的說法，可參見鍾
肇鵬：〈白虎通義的哲學和神學思想〉，《中國史研究》（1990年第 4期）。」頁 217，注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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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則是會議結論編撰而成之總結「白虎通義」，《白虎通》即屬後者。林教授
前後文雖有所修正，但是卻不執著於名稱為何，一貫以「白虎通」之名名《白虎
通》文本；林教授認為，此乃是「學界最常用」、「也是通行的稱呼」，只要把
握《白虎通》「將其視為章帝親自主持、裁決的經學會議所得結論編撰而成之總
結，大致不會有問題」。
（二）白虎觀會議與章帝制定「國憲」之事息息相關
林教授認為，章帝所以大費周章召開白虎觀會議，其實與日後制定「國憲」
之事息息相關。林教授言：
章帝急切想制定「國憲」，是他想藉著統一的禮制，作為帝國制度的規範，
所以當時視之為「一世大典」。他召開白虎觀會議，則是因為當時經學發
展過於煩瑣、支離破碎，缺乏作為帝國指導思想的作用，所以必須整合經
義，欽定經學的要旨，使能有效地為朝廷服務。（頁 219）
章帝時之經學問題，是「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而煩瑣、雜亂之經學無法
發揮指導思想之作用；唯有「共正經義」、統一經說後之經學，才能發揮提供帝
國思想指導原則之功能。換言之，章帝召開白虎觀經學會議，一方面可以「共正
經義」，解決經學煩瑣、雜亂問題；另一方面，整合經義，欽定經學要旨，才能
提供帝國思想指導原則，有效為朝廷服務；經學與政治問題，一舉而兩得。
白虎觀會議與制定「國憲」之事息息相關，而《白虎通》文本既是「提供帝
國思想指導原則」，與日後制定「國憲」之規劃藍圖，則《白虎通》之重要性，
不言可喻。林教授言：
白虎觀會議的召開，正是與章帝制定「國憲」的熱切企圖心息息相關。我
們可以把《白虎通》的產生，視為章帝制定「國憲」的努力的一部分，而
且就今日的角度來看，《白虎通》的重要性甚至遠超過本想作為「國憲」
的漢禮百五十篇。因為《白虎通》探討的是更為根源性的經義統一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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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作為漢帝國指導思想的經義整合成功了，才能有效論證整個體制的合
理性，包括「國憲」的合理性，也才能企求「永為後世則」。而章帝大張
旗鼓地大會諸儒於白虎觀，連月乃罷，且「親臨稱制」，可見他也意識到
整合經義，作為漢帝國指導原則的重要性。（頁 218）
林教授且從歷史發生事件分析，認為白虎觀會議與八年後制定「國憲」兩事，具
有前後因果關係，意即章帝召開白虎觀會議之目的，乃是為八年後制定《漢禮》
之「國憲」工程做準備。白虎觀會議統一經義之目的，乃是提供制定《漢禮》時
之根源性之帝國指導原則。因為《白虎通》有效整合經義，「才能有效論證整個
體制的合理性」；因此，《白虎通》之重要性，更甚於八年後百五十篇之《漢
禮》，而《白虎通》，便是儒學提供章帝建立帝國意識形態之確鑿證據。
林教授於「後文」再次增加一段文字言：
因此，《白虎通》不但是章帝命令曹褒制定的「國憲」的思想基礎，它的
作用更遠超過於此，可用以論證整個帝國體制的合理性。在此一認識下，
亦可由較寬廣的角度解釋本文標題所使用的「國憲」的意義，它不只是章
帝命曹褒改訂禮制，以為一世大典的《漢禮》；更可把它視為規範整個帝
國制度或統治秩序的廣義的禮制。扮演「國憲」基礎的《白虎通》思想，
正具有作為廣狹兩種意義的禮制的思想基礎的作用。（頁 218～219）
林教授認為，《白虎通》是白虎觀經學會議之決議，可用以論證整個帝國體制之
合理性，亦是章帝命令曹褒制定《漢禮》時之思想基礎；更進一步言，從「廣狹
兩種意義的禮制」看，《白虎通》亦可視為「規範整個帝國制度或統治秩序的廣
義的禮制」。換言之：林教授認為，《白虎通》文本不僅提供帝國意識形態之思
想理論基礎，究其實，《白虎通》本身即是一部足堪「規範整個帝國制度或統治
秩序的廣義的禮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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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白虎通》引述讖緯乃是歷史要求
林教授治《白虎通》重大成果之一，即是從歷史學觀點，詮釋《白虎通》文
本作為儒學樣本與東漢政治思想之關聯性；而《白虎通》雜引讖緯一事，亦與歷
史發展有關，是東漢儒學「必然要走的一條路」。林教授言：
關於《白虎通》多雜讖緯一事，清今文學家莊述祖已云：「是書之論郊祀、
社稷、靈臺、明堂、封禪，悉檃括緯候，兼綜圖書，附世主之好。」侯外
廬更認為《白虎通》全書百分之九十的內容出於讖緯。侯說雖嫌誇張，但
《白虎通》大量援引讖緯卻是不爭的事實。鍾肇鵬的說法較平實，根據他
的統計，「明顯的稱引讖緯就達二十餘處，至於『稽合圖讖』，運用讖緯
之說的更多了。」（頁 230）
林教授引用侯外廬、鍾肇鵬等學者說法，肯定《白虎通》摻雜讖緯文句，至於《白
虎通》雜引讖緯之理由，林教授則援引清人莊述祖之解釋，以為《白虎通》是「附
世主之好」。
依林教授分析，東漢經學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大系統：今文經學、古文經
學與讖緯」，（頁 224）因為儒學內部分歧，所以造成經學趨於煩瑣、雜亂；而煩
瑣、雜亂之儒學，無法提供帝國意識形態之思想理論基礎。林教授言：
儒學內部分為三大系統，各自爭取對經學的解釋權，以鞏固自己的地位，
結果是眾說分歧，既趨於煩瑣，甚至會出現不利統治階級的論點，因此就
統治者的立場而言，需要將不同派別的經學理論加以整合，才能提出有力
的論點，作為統治秩序的總綱領。（頁 227）10
10 林教授《漢代儒學別裁》言：「……在這個問題上，安居香山承日本《公羊》學權威日原利國
的說法指出，白虎觀會議表面上採用今文學家（包含讖緯思想），實質上傾向於古文經、《左
氏》的立場，採用了經書的國家主義的解釋。此一論點敏銳地看到了白虎觀會議的政治意圖。」
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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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煩瑣、雜亂之經學，無法有效提供根源性之帝國指導原則，而儒學內部又分
為今文、古文與讖緯三大系統，則章帝「需要將不同派別的經學理論加以整合，
才能提出有力的論點，作為統治秩序的總綱領」。
林教授主張，讖緯之學在當時已是「儒學內部三大系統」之一，白虎觀會議
雖然是「講議《五經》同異」，猶不得不引入讖緯之學，故《白虎通》文本具備
讖緯條文，乃是因緣際會之歷史要求。林教授言：
在東漢，讖緯神學的勢力是不可一世的，它得到對經學最大的解釋權，讖
緯對經學的影響，有時甚至大於經學對讖緯的影響；而且國之大事，諸如
任命大臣、論定皇帝功德、決定一代禮儀大事等，經常取決於讖緯神學。
任何人都無法忽視讖緯思想這股大勢力。（頁 226）
林教授認為，東漢是讖緯思想盛行之時代，讖緯不僅擁有經學最大解釋權，有時
甚至凌駕經學之上，是一股不容忽視之大勢力。讖緯思想既然如此「不可一世」，
則白虎觀會議便無排斥理由或藉口，討論經學之會議，自然融入讖緯這股大勢力。
林教授言：
當然，就如陰陽五行之說在董仲舒時已被視為儒學的一部分；同樣地，讖
緯之學在《白虎通》時代也與經學融合在一起，代表當時人認識世界的思
維模式，《白虎通》想要有效扮演帝國意識形態的角色，是無法排斥讖緯
之學，且必然要透過讖緯之學論證其經學思想，這是儒學要順利推展下去，
必然要走的一條路。（頁 256）
讖緯之學在《白虎通》之時與經學並駕齊驅，兩者交互影響，《白虎通》不僅無
法擺脫讖緯之學，甚至「必然要透過讖緯之學論證其經學思想」，此乃儒學發展
之必然結果。因此，讖緯與經學在《白虎通》文本之中交織，恰適反映當時儒學
發展之歷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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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辨林聰舜治《白虎通》成果與主張
白虎觀會議距今已逾一千九百年（79～2016），元大德本《白虎通》（1305）
問世亦不過七百餘年，若白虎觀會議果有卷帙傳世，且《白虎通》即是白虎觀會
議之卷帙，則「扶進微學，尊廣道藝」，「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
助」之會議卷帙，何以會後百年間無人聞問？11甚至「沉寂」一千二百年？細索林
教授治《白虎通》三項主張，容有商榷之處。
（一）《白虎通》卷帙與白虎觀會議事跡不相應
1、白虎觀會議緣起與宗旨
東漢建初元年（76），《後漢書．楊終傳》載曰：
終又言：「宣帝博徵群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
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於是
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12
楊終上疏重點有三：其一，疏文稱「石渠故事」，顯示西漢「宣帝博徵群儒，論
定《五經》於石渠閣」之事，已成典範；其二，楊終建議章帝「宜如石渠故事」，
解決當時章句之徒破壞大體之經學問題；其三，依疏文脈絡，楊終所謂「永為後
世則」，應是指：章帝可藉此機會建立承先啟後之學術會議典範。越三年，建初
四年（79），《後漢書．章帝紀》載曰：
十一月壬戍，詔曰：「……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
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
11 洪業〈白虎通引得序〉曰：「所以不僅許慎馬融不能得其書而讀之，且蔡邕鄭玄並不曾舉引
也。」《白虎通引得》（燕京大學圖書館引得編纂處編，1931年），頁 9。
12 《後漢書．楊終傳》卷四十八，頁 1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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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
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於是下太常，
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
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
渠故事，作白虎議奏。13
楊終上疏指陳「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建議章帝「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
則」；章帝詔書則是揭示開會宗旨，是「《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欲
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章帝詔令太常以下會白虎觀，「講議《五
經》同異」，「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章帝詔書與楊終上疏前後呼應。
按《後漢書》記載，白虎觀會議程序：首先由魏應承制問，與會者依制問內
容，講議同異，淳于恭記錄講議同異結果，上奏章帝，最後再由章帝稱制臨決；
白虎觀會議程序倣效西漢宣帝甘露三年（B.C.51）之「石渠故事」。因會議在白
虎觀舉行，故由淳于恭所作會議紀錄上奏章帝之奏議，名曰「白虎議奏」。
就《白虎通》全書篇章結構而言，自〈爵〉、〈號〉，以至〈喪服〉、〈崩
薨〉四十三篇，上起天子之爵號，下至士、庶人之嫁娶、喪服等種種禮儀規範，14
內容概括王者以下，至士、大夫之禮法制度，論述範圍極為廣泛，內容呈現縝密
且具體之國家整體之組織架構。現代學者大多肯定，《白虎通》是部具體而微之
國憲法典，如：夏長樸稱《白虎通》是「一部粗具規模的組織法」；15侯外廬則是
13 《後漢書．章帝紀》卷三，頁 137～138。
14 李申言：「但大體可以看出，《白虎通義》的順序，可說是從人事講到天道，人事中又是先天
子、次公侯、最后是庶民，人事中那共同的問題則是從生講到死。這樣，《白虎通義》就涉及
了當時所關心的天道、人事的全過程與方方面面。」《中國儒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1999年 12月）上卷，頁 506。
15 夏長樸言：「……從這些大綱及分目（參疏證細目）看來，上自天文，下至地理；陰陽五行災
異，及政治社會的制度，教育學術的定規，鉅細靡遺，無所不包，是一部粗具規模的組織法，
也是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立身行世的根本。就這一點而言，這部書的出現，象徵著漢帝國成立
以來，定思想於一尊的目標實現。」《兩漢儒學研究》（臺北：臺灣大學文史叢刊之四十八，
1978年 2月），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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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白虎通》視為西漢宣帝、東漢光武之法典和國教予以系統化之作；16任繼愈亦
以為，《白虎通》書中內容不外國家、社會制度之制定，確立各種行為准則，「起
著法典的作用」。17
然而，章帝詔書明白揭示：「《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欲使諸儒
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白虎觀會議之宗旨目的，是以西漢宣帝甘露石
渠故事為模範，是以講議形式解決《五經》同異之經學會議；換言之，章帝詔開
白虎觀會議之緣起與宗旨，實與國憲法典之事務無關。白虎觀會議既與制定國憲
法典無關，而《白虎通》卻是一部具體而微之國憲法典，則《白虎通》卷帙文本
性質與白虎觀會議緣起宗旨不相應。
2、《白虎通》體例不類「石渠佚文」
白虎觀會議既有意倣效石渠故事，則《白虎通》文本理應與「石渠閣議」一
致或相似。由於石渠閣會議卷帙散佚，依唐代杜佑《通典》所輯，與清代洪頤煖
撰集《石渠禮論》殘存佚文十三則，18可以窺見當時會議面貌一二。試舉首則為
例。
（一）、漢石渠禮議曰：「經云：『宗子孤為殤』，言孤何也？聞人通漢
曰：『孤者，師傅曰「因殤而見孤也」，男二十冠而不為殤，亦不為孤，
故因殤而見之。』戴聖曰：『凡為宗子者，無父乃得為宗子。然為人後者，
父雖在，得為宗子。故稱孤。』聖又問通漢曰：『因殤而見孤，冠則不為
16 侯外廬言：「到了章帝建初四年（公元七十九年）把前漢宣帝、東漢光武的法典和國教更系統
化，這就是所謂 “白虎觀奏議” 的歷史意義。……我們認為白虎觀所欽定的奏議，也就是賦予
這樣的 “國憲” 以神學的理論根據的讖緯國教化的法典。」《中國思想通史》（北京：人民出
版社，1992年 10月），第二卷，頁 224～225。
17 任繼愈言：「從形式上看，這套決議雖然只涉及到五經同異中的一些問題，屬于經學的範圍，
不算作國家正式頒布的法典，但是它的內容規定了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的基本原則，確立了各
種行為准則，直接為鞏固統治階級的專政服務，所以它是一種制度化了的思想，起著法典的作
用。」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2月），頁 474。
18 漢 戴聖撰， 清 洪頤煖撰集：《石渠禮論》（臺北：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
經典集林卷三）。
300
淡江中文學報 第三十六期
孤者，《曲禮》曰「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釆」。此孤而言冠，何也？』對
曰：『孝子未曾忘親，有父母無父母衣服輒異。《記》曰「父母存，冠衣
不純素；父母歿，冠衣不純釆」，故言孤。言孤者，別衣服也。』聖又曰：
『然則子無父母，年且百歲，猶稱孤不斷，何也？』通漢對曰：『二十冠
而不為孤；父母之喪，年雖老，猶稱孤。』」19
基本上，「石渠佚文」之體例，每則皆以「問答」方式記錄，而構成「問答」體
例之要素，可分為「問題」、「回答」與「結論」三項。以上則為例，會議提問：
「經云『宗子孤為殤』，言孤何也？」；聞人通漢、戴聖二人對此問題提出見解，
戴聖並再問聞人通漢，二人對話互相往來。再舉一例說明：
（十一）、漢石渠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己有一嫡子，當絕父祀以
後大宗不？戴聖云：『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為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
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
宣帝制曰：『聖議是也。』」20
上例條文內容，有提議，有戴聖與聞人通漢二人回答，最後宣帝臨決：「聖議是
也。」雖然史書記錄「石渠故事」著墨不深，但是，「石渠佚文」記載石渠閣會
議討論過程，具體生動，宛若實錄。21並且，「石渠佚文」記載會議概況，與《後
19 唐 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卷七十三，禮三十三
〈繼宗子〉，頁 1998。
20 《通典》卷九十六，禮五十六，〈總論為人後議〉，頁 2581。
21 夏長樸就「石渠佚文」推測石渠閣會議講議過程言：「其一是先由提問人提出經書中的疑難問
題，分由不同學者就這個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與會學者彼此交換心得，也順便提出質疑，最
後做出大家都接受的結論……；其二是提問人提出問題後，與會學者各自陳述意見，最後由大
家決定哪一個人的見解最合適……；其三是提問人提出問題後，學者各自說明一己之見，最後
由皇帝提出個人的看法，決定何人的見解最可接受，何人的見解最妥當……；其四，也是最後
的一種是，問題提出之後，學者分別提出個人的見解，最後由皇帝裁決……。」夏長樸著：
〈論漢代學術會議與漢代學術發展的關係──以石渠閣會議的召開為例〉，《第三屆漢代文學
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政治大學中文系，2000年 12月），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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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章帝紀》描述白虎觀會議之程序，若合符節；22可知白虎觀會議宗旨與目
的，是要貫徹「石渠故事」講議經學之精神。
反觀《白虎通》四十三篇內容體例，以首篇〈爵〉第一章「天子為爵稱」為
例：
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何？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也。故〈援
神契〉曰：「天覆地載，謂之天子，上法斗極。」〈鉤命決〉曰：「天子，
爵稱也。」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于天，而王治
五千里內也。《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何以知帝亦
稱天子？以法天下也。《中侯》曰：「天子臣放勛。」《書亡逸篇》曰：
「厥兆天子爵。」何以皇亦稱天子也？以其言天覆地載，俱王天下也。故
《易》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23
本章首句「天子者，爵稱也」，是一肯定句，是下文討論之對象。然而，討論之
目的，不在檢討此一肯定句之是非對錯，或者是企圖通過論證修正或推翻；而是
極力論證此一肯定句之合理性與必然性，下文之論證與引述，皆為申論、維護此
一肯定句而來，故此一肯定句，可以視為下文回答之預設「前提」。因此，首句
下文：「爵所以稱天子何」、「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何以
知帝亦稱天子」以及「何以皇亦稱天子也」等四項討論「天子」其他稱謂問句，
並非質疑「天子者，爵稱也」之命題，而是強化此一命題之合理性；而文內凡引
〈援神契〉、〈鉤命決〉、《尚書》、《中侯》、《書亡逸篇》與《易》等，皆
是為證成「天子者，爵稱也」此一命題之正當性與神聖傳統，引述之經典文獻，
22 《後漢書．章帝紀》曰：「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
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
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
23 漢 班固等撰：《白虎通》（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 年《百部叢書集成》據《抱經堂叢
書》本影印），卷一〈爵〉，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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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成「前提」之注腳。
章帝詔書揭示白虎觀會議宜如石渠故事，故兩會之事跡理應一致；《後漢書》
記載白虎觀會議之程序如「石渠故事」，而「石渠佚文」亦能反映石渠閣會議實
況，白虎觀會議之程序與「石渠佚文」之記載一致。然而，《白虎通》文本在形
式上既不同於「石渠佚文」，在內容上又與「石渠佚文」有明顯差異，若謂《白
虎通》乃是有意倣效「石渠佚文」之作，於理不通；並且，《白虎通》既無會議
講議之紀錄，更不見章帝之稱制臨決，若視《白虎通》如「石渠佚文」之會議資
料彙編，又不可信。《白虎通》之內容，既無倣效「石渠佚文」之意，又無會議
之講議形式與性質，因此，《白虎通》與「石渠佚文」實不同類。《白虎通》文
本，既與「石渠佚文」不同類，又無法呈現白虎觀會議講議過程，則《白虎通》
卷帙與白虎觀會議事跡不相應。
3、會議卷帙名稱分歧
白虎觀會議卷帙名稱，見諸史書者，主要有：「白虎通」、「白虎通義」與
「白虎通德論」三種。首先，關於〈班固列傳〉稱「白虎通德論」一名，周廣業
（1730～1798）考證言：
竊疑通德二字本不連讀，乃是《白虎通》之外別有《德論》，非一書也。
李善《文選．注》引班固《功德論》曰：「朱軒之使，鳳舉於龍」，堆之
表是論，不見全文，豈范氏所指即此，而脫「功」字歟？其言不類說經，
或亦四子講德之流，而史誤為連及歟？且古人講解經義，並謂之通，是書
列《隋．經籍志》，亦曰《白虎通》。24
周廣業考證，李善《文選．注》嘗引班固《功德論》，以為《後漢書．班固列傳》
「作《白虎通德論》」者，乃是脫一「功」字，「通德」二字不得連讀，故〈班
固列傳〉所謂「白虎通德論」並非書名，而是指班固作「白虎通」與《功德論》
二種文本。周廣業之考證，雖然否定有「白虎通德論」之名，卻產生另一問題，
24 《抱經堂叢書》本《白虎通》，「白虎通序」引周廣業之言，頁 2～3。
303
戰後臺灣《白虎通》研究商榷
即：周廣業之考證，間接證明班固撰「白虎通」之實？
考《說文》曰：「通，達也。 甬聲。」段注：「他紅切，九部。」25又，
《說文》曰：「功，以勞定國也。 力工聲。」段注：「古紅切，九部。」26考
《宋本廣韻》「通」字，「他紅切」，「功」與「公」音同，「公，通也，……
古紅切」，27「通」、「功」同屬平聲東韻，兩字疊韻。又《韻鏡校注》，「通」
屬舌音次清一等音，「公」屬牙音清一等音，28兩字聲母相近；「通」與「功」兩
字音近。因此，〈班固列傳〉所稱「白虎通德論」者，應改正為「白虎功德論」，
「通」、「功」兩字音近而訛。如此，則《後漢書．班固列傳》曰：「天子會諸
儒講論《五經》，作〈白虎功德論〉，令固撰集其事。」「白虎」記其時與地，
而「功德論」誌其事，〈白虎功德論〉即是回歸指涉章帝之令：「令固撰集其
事」，班固撰集其事之作。此一考證，既符合周廣業引李善注之證據，證實班固
作〈白虎功德論〉，也符合〈班固列傳〉之語意脈絡；同時避免間接證明有「白
虎通」之名。
至於「白虎議奏」與「白虎通義」所指為何，以及造成後世稱呼會議卷帙名
稱分歧，此一問題並不單純；並且，環繞於《白虎通》卷帙與白虎觀會議事跡二
者之間，仍有諸多不相應之處。
首先，《後漢書．章帝紀》所謂「白虎議奏」者，或指由淳于恭記錄會議講
議內容上奏章帝之文獻，或指章帝「稱制臨決」後之文獻，其實不可知；而〈儒
林列傳〉所謂「著為通義」者，是否集結成冊，亦不可知；換言之，《後漢書》
記載白虎觀會議之卷帙稱謂分歧，語焉不詳，若會議果有卷帙成冊，則范書不至
模糊如此。其次，若白虎觀會議有「白虎議奏」或是「白虎通義」卷帙成冊，則
會議卷帙理應廣為流傳，嘉惠學者，如此方能回應章帝召開會議，「欲使諸儒共
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之會議宗旨。實際上，無論是所謂「白虎議奏」或
25 漢 許慎著， 清 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9年），頁
72。
26 《說文解字注》，頁 705。
27 宋 陳彭年等重修：《宋本廣韻》（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9年），頁 27～31。
28 龍宇純著：《韻鏡校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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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白虎通義」，在東漢當時並不存在；洪業（1893～1980）斷言「所以不僅許
慎馬融不能得其書而讀之，且蔡邕鄭玄並不曾舉引也」，29或許可以成為《白虎
通》不在場證明。最後，縱使會議有「白虎議奏」或是「白虎通義」，且在東漢
之時，藏於秘府，伏而未發，以至許慎、馬融等大儒不得見聞其書；但是，章帝
明白宣示詔開白虎觀會議之目的，在「講議《五經》同異」、「如孝宣甘露石渠
故事」，反觀《白虎通》卷帙內容，皆與白虎觀會議事跡不相應。若宣稱《白虎
通》文本即是白虎觀會議任一形式之卷帙文獻，則必須解釋環繞於《白虎通》卷
帙與白虎觀會議事跡諸多不相應問題。
（二）經學會議與制定國憲殊途
章帝詔開白虎觀會議宗旨，是「講議《五經》同異」，而《白虎通》，卻是
一部足堪「規範整個帝國制度或統治秩序的廣義的禮制」；如此結果，是楊終上
疏始料未及，亦非章帝詔開白虎觀會議之初衷。林教授解讀是：「因為《白虎通》
探討的是更為根源性的經義統一的問題，唯有作為漢帝國指導思想的經義整合成
功了，才能有效論證整個體制的合理性，包括『國憲』的合理性，也才能企求『永
為後世則』。」事實則不然。
1、章帝制定禮憲原則與召開經學會議迥異
《漢書．禮樂志》載明帝即位時，雖謹守光武帝之制度，然「禮樂未具」。30
至章帝元和二年（85），《後漢書．曹褒列傳》載曰：
會肅宗欲制定禮樂，元和二年下詔曰：「《河圖》稱『赤九會昌，十世以
光，十一以興』。《尚書琁機鈐》曰：『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
文。』予末小子，託于數終，曷以纘興，崇弘祖宗，仁濟元元？《帝命驗》
29 洪業：〈白虎通引得序〉（燕京大學圖書館引得編纂處編，1931年），頁 9。
30 《漢書．禮樂志》曰：「顯宗即位，躬行其禮，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廱，威
儀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具，群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 漢 班
固撰：《漢書》（北京：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二十二，頁 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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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順堯考德，題期立象。』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況予頑陋，無以
克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恧焉。」31
章帝元和二年下詔，欲制定禮樂。曹褒知章帝欲有所興作，遂上疏曰：
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樂，以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
以救世俗，致禎祥，為萬姓獲福於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並臻，制
作之符，甚於言語。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丕顯祖宗盛德之美。32
曹褒上疏陳述，受命之王者必要「制禮作樂」以顯其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
禮」，乃是經世濟民之舉，亦是漢初以來諸帝致力之目標，故曹褒建議章帝，「宜
定文制，著成漢禮」。章帝以曹褒之疏議於太常，然而「太常巢堪以為一世大典，
非褒所定，不可許」，太常群起反對曹褒建議，章帝制定禮樂之事，因而暫時作
罷。
章帝體會「群僚拘攣，難與圖始」，制禮作樂之事，無法從太常集團之共識
中得到支持。然而，「朝廷禮憲，宜時刊立」，故復有元和三年（86）之詔。《後
漢書．曹褒列傳》載曰：
明年復下詔曰：「朕以不德，膺祖宗弘烈。乃者鸞鳳仍集，麟龍並臻，甘
露宵降，嘉穀滋生，赤草之類，紀于史官。朕夙夜祗畏，上無以彰于先功，
下無以克稱靈物。漢遭秦餘，禮壞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其
說者，各盡所能。」33
章帝認為漢代之禮樂制度，因循故事，無可觀省，故於詔書中公開徵求能有改進
31 《後漢書．曹褒列傳》卷三十五，頁 1202。
32 《後漢書．曹褒列傳》卷三十五，頁 1202。
33 《後漢書．曹褒列傳》卷三十五，頁 1202～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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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曹褒再次面對元和三年之詔，乃歎息謂諸生曰：「昔奚斯頌魯，考甫詠殷。
夫人臣依義顯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當仁不讓，吾何辭哉！」遂復上疏「具
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34頗有毛遂自薦之志。
適時，曹褒拜侍中，從駕南巡，未及奏；而章帝詔班固，垂詢改定禮制之宜。
班固答章帝之問，曰：
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35
班固建議章帝，改定禮制之事，宜廣招集京師能說禮之儒，共議得失。章帝反駁
班固意見，曰：
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
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36
章帝認為，以徵召諸儒共議禮制得失之方式，終必引發更多糾紛，成事不足。章
帝舉堯作《大章》之樂，夔一人足矣為例，主張改定禮制之事，應由少數人，甚
至只需一人負責完成足矣。
章帝與班固二人，對於改定禮制之態度，涇渭分明。班固認為，經學問題，
可以廣招諸儒講議同異，則改定禮制之事，亦「宜廣招集，共議得失」；章帝則
認為，解決經學糾紛，可以宜如「石渠故事」，詔開白虎觀會議，然而改定禮制
之事，應由一人制定，經學會議與改定禮制，不可相提並論，混為一談。章帝既
已體認「群僚拘攣，難與圖始」，「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
下」，則改定禮制之事，豈能採集眾人意見而成。章帝既反對以「宜廣招集，共
議得失」之方式改定禮制，豈會為改定禮制而詔開經學會議，並且以經學會議所
34 《後漢書．曹褒列傳》卷三十五，頁 1203。
35 《後漢書．曹褒列傳》卷三十五，頁 1203。
36 《後漢書．曹褒列傳》卷三十五，頁 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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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結論做為制定國憲之思想基礎？林教授以為「章帝大張旗鼓地大會諸儒於白虎
觀，連月乃罷，且『親臨稱制』，可見他也意識到整合經義，作為漢帝國指導原
則的重要性」，如此解讀，可能誤解章帝詔開白虎觀會議之宗旨，並且未察覺章
帝制定禮憲原則實與召開經學會議宗旨迥異。
2、曹褒制作《漢禮》與白虎觀會議無關
章帝一貫主張，改定禮制之事，應由一人完成；而章帝心目中之理想人選，
便是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之曹褒。《後漢書．曹褒列傳》載曰：
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
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
宮、東觀盡心集作。」37
章和元年（87）正月，章帝正式敕命曹褒改定禮制。章帝旨示曹褒，以班固所上
叔孫通之《漢儀》十二篇為底本，「依禮條正」，重新修改，使其能施行於當時。
章帝所謂「依禮條正」之「禮」，或指叔孫通之《漢儀》，或指當時通用之禮儀，
或指當時博士學官所治之《禮經》，此三義皆有可說。換言之，曹褒改定禮制之
基礎，是以叔孫通之《漢儀》為厎本，參酌《禮經》博士所治之《儀禮》，與當
時通用施行之禮儀，並以其父所傳，38及自己所治之禮學而成。
《後漢書．曹褒列傳》載曰：
褒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
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為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
奏上。39
37 《後漢書．曹褒列傳》卷三十五，頁 1203。
38 《後漢書．曹褒列傳》曰：「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持《慶氏禮》，建武中為博
士，從巡狩岱宗，定封禪禮，還，受詔議立七郊、三雍、大射、養老禮儀。」卷三十五，頁
1201。
39 《後漢書．曹褒列傳》卷三十五，頁 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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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帝正式授權曹褒改制叔孫通之《漢儀》，曹褒歷時一年，盡心集作，遵循章帝
敕命之作業要點，先以禮制事類歸納排列次序，再依照舊典內容因革損益，其中
摻雜《五經》、讖記之文；最後撰寫成上自天子，下及庶人之冠、婚、吉、凶、
終始制度，著於二尺四寸之竹簡，共一百五十篇，以此上奏章帝，完成使命。
章帝敕命曹褒改定朝廷禮憲之原則，乃是以叔孫通《漢儀》為底本，再「依
禮條正」；而曹褒改制過程，亦遵循章帝敕命，「次序禮事，依準舊典」；章帝
敕命與曹褒改制，自始至終，從未提及白虎觀會議，或者會議所得之卷帙文獻，
則《白虎通》「如何具體扮演帝國意識形態核心的角色」？換言之，章帝詔開白
虎觀會議，其實與八年後章帝敕命曹褒制作朝廷禮憲之事無關。況且，曹褒個人，
乃至於其父曹充，均未參與八年前白虎觀會議，林教授稱「白虎觀會議的召開，
正是與章帝制定「國憲」的熱切企圖心息息相關。我們可以把《白虎通》的產生，
視為章帝制定「國憲」的努力的一部分」，可能言過其實。
3、《漢禮》國憲猶未施行
依林教授所言：「《白虎通》是統治階級透過統一經義的方式來統一思想，
是皇權透過控制經學解釋權的方式達到意識形態控制的目的，由此企求《白虎通》
整合的價值觀成為全民的價值觀，《白虎通》的規範成為帝國的規範。皇權整理、
認可的經學遂成為帝國意識形態的核心，扮演為體制服務的工作。」（頁 229）若
曹褒制作禮憲之時，果真與白虎觀會議之成果《白虎通》「息息相關」，則曹褒
之「奏議」，理應水到渠成，皆大歡喜？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曹褒以一年時間完成《漢禮》，章帝隨即以曹褒一百五十篇之「奏議」，議
於朝廷，結果「帝以眾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40章帝制定禮憲之
事，暫告中輟。《後漢書．曹褒列傳》載曰：
會帝崩，和帝即位，褒乃為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擢褒監羽林
左騎。永元四年，遷射聲校尉。後太尉張酺、尚書張敏等奏褒擅制《漢
40 《後漢書．曹褒列傳》卷三十五，頁 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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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41
其後，章帝崩，和帝即位，拔擢曹褒為監羽林左騎，永元四年（92），遷射聲校
尉。是時，太尉張酺、尚書張敏等人上奏，指控曹褒擅制《漢禮》，乃是破亂聖
術之事，宜加刑誅；和帝雖然擱置張酺等人所奏，然《漢禮》始終未能實行而束
之高閣。
至此，章帝以為「朝廷禮憲，宜時刊立」，改定禮制之企圖與用心，以及曹
褒受命耗費一年制作之《漢禮》，終於功敗垂成，徒留章帝之遺憾，與曹褒之《漢
禮》。曹褒之《漢禮》，乃是受章帝詔命制作，具有準「國憲」之性質與位格，
殆無疑義；然而，縱使章帝與曹褒之努力，依然無法將《漢禮》公諸於世，名正
言順成為一代「國憲」。曹褒制作《漢禮》既與《白虎通》無關，《白虎通》之
思想理論，亦未曾造就東漢國憲，林教授論證：「《白虎通》不但是章帝命令曹
褒制定的「國憲」的思想基礎，它的作用更遠超過於此，可用以論證整個帝國體
制的合理性。」此說無法從史書記載中得到印證。
附帶一提，具有國憲位格之《漢禮》卷帙，並未因張酺等人反對而消聲匿跡，
十三年後，張奮於永元十三年（101），更召拜為太常，復上疏曰：
（張奮曰：）「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謹
條禮樂異議三事，願下有司，以時考定。昔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
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詔曹褒，今陛下但奉而成之，猶周公斟酌
文武之道，非自為制，誠無所疑。久執謙謙，令大漢之業不以時成，非所
以章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為後世法。」帝雖善之，猶未施行。42
張奮疏中建議和章，應將先帝下詔曹褒制作之《漢禮》，公諸於世，以此為國憲
禮制，如此可以避免擅自制作之非難，排除反對勢力之疑慮，並且可以彰顯祖宗
41 《後漢書．曹褒列傳》卷三十五，頁 1203。
42 《後漢書．張奮列傳》卷三十五，頁 1199～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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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建太平之基，成為後世法則。和帝雖然同意張奮建議，但仍未施行，漢代
改作禮樂之事，依舊付之闕如。由此可知，曹褒《漢禮》雖然無法施行於當時，
然而卷帙文獻一直藏於東觀，成為舊典。
（三）經學會議非關讖緯
本文不敢質疑林教授對於東漢經學發展歷史之解釋，亦無意斟酌讖緯在東漢
學術之地位，本文只是關心《白虎通》援引讖緯之合理性；換言之，本文無意探
究《白虎通》援引讖緯之原因，而是省思：做為表代白虎觀經學會議卷帙之《白
虎通》，豈能援引讖緯？
1、白虎觀會議緣起背景
章帝建初四年詔書，引東漢光武帝中元元年（56）詔書：「《五經》章句煩
多，議欲減省」，顯見白虎觀會議乃是緣起於章句煩多；而章句煩多，乃肇始於
西漢武帝立《五經》博士。以下分章句之學與今、古文經之爭二點說明。
從章句之學而言。西漢武帝建元五年（B.C.136），始「置《五經》博士」，43
《詩》有齊、魯、韓三家，《書》有歐陽，《禮》有后氏，《易》有楊氏，《春
秋》有公羊，共有七博士。其後歷任帝王多有所增益博士員額，44至東漢光武帝，
所立《五經》十四太常博士皆今文經學；45博士員額擴編，意味著博士弟子員增
加。46《漢書．儒林傳》贊曰：
43 《漢書．武帝紀》卷六，頁 159。
44 《漢書．儒林傳》曰：「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候《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
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
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卷八十八，頁 3621。
45 《後漢書．儒林傳》曰：「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
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
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卷七十九上，頁 2545。
46 《漢書．儒林傳》曰：「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
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
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
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員，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
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卷八十八，頁 3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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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
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
蓋祿利之路然也。47
博士員額擴編，大師動輒千餘人，催促解釋經書意義不斷擴大，以滿足傳業者需
求；所謂「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即是反映章句之學方興未艾。章句之學，林慶
彰（1948）解釋：
章句既是當時經師的一種解經方式，此種詮釋方式是由創立學派的經師所
傳，凡是受學於此一學派的經生，代代皆應以此種解經方式為典範。此種
典範，即稱為「師法」或「家法」。……是知遵守師法應是個大原則，如
果有經師能觸類旁通，另外完成章句的，即可成為一家之學。這家的章句，
就是他們的家法。48
章句之學，即是經學博士解經之方式，亦是經學博士解經所建立之原則，不論是
「師法」，或是「家法」，皆是章句之學，章句之學，戒律森然，不得逾越。白
虎觀會議緣起於章句煩多，議欲減省，則議會之中豈會不減反增，增加非關經學
之章句以外之讖緯？
其次，從今、古文經學之爭而言。西漢經學博士皆今文經學，至西漢末哀帝
建平元年（B.C.6），劉歆領校秘書，始發見古文經籍，遂請求朝廷復立《左氏春
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於學官，劉歆因此與太常博士針鋒相
對。劉歆撰〈移書太常博士〉指陳今文經學沉痾，並且責讓當時今文博士是「分
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
非往古」。劉歆與今文博士抗爭結果，「由是忤執政大臣，為眾儒所訕，懼誅，
求出補吏，為河內太守」，49劉歆欲建立古文經於學官，宣告失敗。
47 《漢書．儒林傳》卷八十八，頁 3620～3621。
48 林慶彰：〈兩漢章句之學重探〉，《中國經學史論文選集》（臺北：文史哲出版，1992年），
頁 288。
49 《漢書．楚元王傳》卷三十六，頁 1968～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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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古文經之爭繼續延燒，至章帝建初元年（76），賈逵受詔入白虎觀、雲
臺講學，賈逵以古文《左氏》之大義長於其他二傳為說，深獲章帝喜愛。然而，
李育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陳述《左氏》雖樂文采，然不得聖人深意，多引
圖讖而不據理體。賈逵、李育二人於建初四年（79）對簿白虎觀會議，李育「以
《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為通儒。」白虎觀會議，50仍是以李育所代
表之今文經學佔上風。《後漢書．儒林列傳》載曰：
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
《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
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眾家。51
截至白虎觀會議，代表學官之正統學術仍然是今文經學，章帝詔高才生受學古文，
照顧古文之立場，不過是「網羅遺逸，博存眾家」而已，古文經學猶未立學官，
遑論與代表學官之今文經學並駕齊驅。
章帝下詔太常以下，至博士、諸生、諸儒會白虎觀，顯見白虎觀會議仍然是
太常博士主導之會議。章帝詔書既云「《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則白虎
觀會議亦僅止於減省太常博士今文經學之章句而已；因此，縱使如林教授所言，
東漢經學「大致可分為三大系統：今文經學、古文經學與讖緯」，則白虎觀會議
豈能容許古文經學？遑論增加讖緯？
2、白虎觀會議宗旨目的
東漢光武帝建武元年（25）即位天子之初，與當時流行之圖讖關係密切。52桓
50 《後漢書．儒林列傳》卷七十九下，頁 2582。
51 《後漢書．儒林列傳》卷七十九上，頁 2546。
52 《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元年曰：「行至鄗，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
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鬥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群臣因復奏曰：『受命
之符，人應為大，萬里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今上無天子，海內淆亂，符瑞
之應，昭然著聞，宜荅天神，以塞群望。』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於鄗南千秋亭五成陌。」
「六月己未，……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
三。群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於是建元為建武，大赦天下，改鄗為高
邑。」卷一上，頁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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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B.C.23?～50）曾上疏光武帝，建議光武帝「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群小之曲
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至於「讖記」，乃是
「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之作，宜抑遠之；「讖記」與《五經》涇渭分
明，不得混淆。53桓譚因此遭致光武帝不悅。《後漢書．方術列傳》載曰：
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屆焉。後
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騁馳穿鑿，爭談之
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
譚、尹敏以乖忤淪敗，自是習為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54
圖讖與方士黃白之術關係密切，王莽矯用符命篡位，光武亦應讖記即位，符命、
讖記之言，在東漢之初蔚為風尚流行，儼然為「內學」。
光武帝應「讖記」而即位，亦知「圖讖」對政治之影響力，故光武帝於崩殂
前一年，中元元年（56）十一月，「宣布圖讖於天下」。55「宣布圖讖於天下」，
具有二項實質意義與作用：其一，公告既有之圖讖，使既有之圖讖具有合法地位，
並且規範圖讖定型化，不得任意變更；其二，公告圖讖，其實是限制圖讖擴張，
防止尚奇文、貴異數、赴趣時宜之士騁馳穿鑿，任意增益圖讖。因此，光武帝「宣
布圖讖於天下」，表面上是使圖讖公開、合法化，其實是以政治手段箝制圖讖發
展，遏止圖讖任意擴張。
章帝建初四年詔書引：「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
53 《後漢書．桓譚傳》載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
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
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
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
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群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
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帝省奏，愈不悅。」卷二十八上，頁 959～961。
54 《後漢書．方術列傳》卷八十二上，頁 2705。
55 《後漢書．光武帝紀》卷一下，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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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引「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
頗令學者得以自助」，章帝詔開經學會議前後，既從未曾提及讖緯，則白虎觀會
議之與會者，豈會越俎代庖，無端引讖緯於經學會議之上？
3、《白虎通》國憲性質與曹褒《漢禮》
學者多同意，元大德本《白虎通》文本具有國憲性質，而且《白虎通》雜引
讖緯，亦是客觀事實；若將《白虎通》「視為章帝親自主持、裁決的經學會議所
得結論編撰而成之總結」，則上述二項因素明顯與白虎觀經學會議產生隔閡。其
一，關於經學會議與制定國憲之關係。如前所述，章帝詔開經學會議與制定國憲
之態度，明顯不同，因此章帝反對班固「宜廣招集，共議得失」之建議，而是主
張「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因此，林教授主張：「白虎觀會議的召開，
正是與章帝制定『國憲』的熱切企圖心息息相關」，並不合理。其次，關於《白
虎通》雜引讖緯，林教授試圖證明「講議」讖緯並不違背「講議《五經》」之經
學會議宗旨，甚至主張：「《白虎通》引述讖緯乃是歷史要求」，此說亦稍嫌牽
強。
其實，《白虎通》文本之「國憲性質」與「雜引讖緯」兩事，或許可以從章
帝制定國憲之態度與作為，得到印證。早於章帝之前，明帝曾以曹褒之父曹充建
言，改太樂官曰太予樂。《後漢書．曹褒列傳》載曰：
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持《慶氏禮》，建武中為博士，從巡狩
岱宗，定封禪禮，還，受詔議立七郊、三雍、大射、養老禮儀。顯宗即位，
充上言：『漢再受命，仍有封禪之事，而禮樂崩闕，不可為後嗣法。五帝
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大漢（當）自制禮，以示百世。』帝問：『制
禮樂云何？』充對曰：『《河圖括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尚
書琁機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下詔曰：『今
且改太樂官曰太予樂，歌詩曲操，以俟君子。』拜充侍中。作章句辯難，
於是遂有慶氏學。56
56 《後漢書．曹褒列傳》卷三十五，頁 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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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帝時，曹充為禮學博士，定封禪禮，並受詔議立七郊、三雍、大射、養老諸
禮。明帝即位，曹充上疏，建議明帝自制漢禮，永為後世則。明帝問曹充制禮樂
之理，曹充則引《河圖．括地象》與《尚書．琁機鈐》圖讖二句，說明漢世當有
禮樂制度。明帝雖善其說，但未能全面改制漢禮，僅以改太樂官為太予樂，並升
曹充為侍中。曹充不僅是禮經博士，同時熟稔圖讖，並且以圖讖說明帝王改制禮
樂之道。曹充此舉，不僅受到明帝肯定，而且影響章帝日後制定禮憲之態度，及
其子曹褒之禮學。
依《後漢書．曹褒列傳》所載，57章帝元和二年（85）詔書，召告天下，重新
制定禮樂，章帝詔書所引《河圖》、《尚書琁機鈐》與《帝命驗》，皆圖讖之文；
且詔書引圖讖之啟示與教訓，不外帝王受命、世代交替與制禮作樂之傳承關係，58
章帝詔書，已然揭櫫日後制定禮樂之原則。
二年後，章和元年（87）正月，章帝召曹褒改定禮制之宜，乃是以西漢叔孫
通《漢儀》十二篇為底本，並 曹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修正，
使可施行。」曹褒既受命，所制《漢禮》，「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
經》讖記之文」。曹褒制作《漢禮》，不僅完全遵照章帝意旨，而且摻雜讖記，
更是巧妙呼應章帝元和二年詔書引用圖讖條文之精神，完全落實其父曹充所奠定
之家學。
附帶一提，《白虎通》文本不僅雜引讖緯，並且雜引《論語》、《孝經》、
57 《後漢書．曹褒列傳》曰：「會肅宗欲制定禮樂，元和二年下詔曰：『《河圖》稱「赤九會
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尚書琁機鈐》曰：「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予末
小子，託于數終，曷以纘興，崇弘祖宗，仁濟元元？《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立
象。」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況予頑陋，無以克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
恧焉。』」卷三十五，頁 1202。
58 《河圖》稱「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范曄注曰：「九謂光武，十謂明帝，十一謂
章帝也。」頁 1203。《尚書琁機鈐》曰：「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范曄注引緯本
文云：「使帝王受命，用吾道述堯理代，平制禮放唐之文，化洽作樂名斯在。」頁 1204。《帝
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立象。」范曄注引宋均注曰：「堯巡省於河、洛，得龜龍之圖
書。舜受禪後習堯禮，得之演以為《考河命》，題五德之期，立將起之象，凡三篇，在《中
候》也。」頁 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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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雅》、《管子》等非《五經》典籍文獻；若謂「《白虎通》引述讖緯乃是歷
史要求」，則「講議《五經》同異」之經學會議，兼論《論語》、《孝經》、《爾
雅》、《管子》，亦是出於歷史要求乎？
結論
究其實，白虎觀會議距今已逾一千九百年（79～2015），而元大德本《白虎
通》（1305）問世亦不過七百餘年，一千二百年間，所謂會議卷帙「白虎通」、
「白虎通義」或「白虎通德論」，下落不明。若白虎觀會議果有卷帙傳世，且元
大德本《白虎通》即是白虎觀會議之卷帙，則「扶進微學，尊廣道藝」，「欲使
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之會議卷帙，何以會後百年之間無人聞問？
甚至遲到一千二百年後始有完整卷帙重現於世？
林教授稱元大德本《白虎通》是東漢「章帝親自主持、裁決的經學會議所得
結論編撰而成之總結」，已然是現代學術共識，甚至已經普及成為一種「知識」。
然而，自清代莊述祖明確指出白虎觀會議事跡與《白虎通》卷帙諸多不相應問題，
並且試圖透過「正名」方式，（改「白虎通」為「白虎通義」）解決會議事跡與
文本卷帙間不相應問題之後，劉師培與孫詒讓也相繼加入「正名」行列；「正名」
《白虎通》，儼然成為解決白虎觀會議事跡與《白虎通》卷帙諸多不相應問題之
普遍共法。問題是，莊述祖等三人雖然皆同意正名《白虎通》為「白虎通義」，
但是三人所持之理據，皆不相同，並且對於《白虎通》應屬白虎觀會議何種記錄，
亦各執一辭，壁壘分明。莊述祖主張白虎觀會議有全本「白虎議奏」與略本「白
虎通義」二種；劉師培以為未經章帝「稱制臨決」之「議奏」是「白虎通」，而
「通義」則是采擇「議奏」之文，經過章帝裁淮要刪後之最後定論；至於孫詒讓，
則是考證會議卷帙，主張有專論一經與「通論《五經》」之別；由此可見此一問
題之分歧與嚴重性。值得關注的是，三人「正名」之主張，不僅未能解決環繞於
會議事跡與文本卷帙間諸多不相應問題，甚至節外生枝、治絲益棼。質言之，試
圖以「正名」方式解決環繞於白虎觀會議事跡與《白虎通》卷帙間之不相應問題，
結果多令人失望；因此，在尚未釐清《白虎通》與白虎觀會議間不相應問題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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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白虎通》為白虎觀會議卷帙者，並舉引《白虎通》文本論證東漢「經學理
想」、「帝國統治」、「儒者利益」，及三者間之「互相依賴又互相牽制」關係
者，多有商榷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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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n on the Research of
《Baihutong》in post-war Taiwan
—Take the chapter for example
〈imperial ideology reconstruction—play the role as
the basis of “national constitution” of《Baihutong》〉
by Lin, Tsung-Shun
Chou, Te-Li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amkang University
Abstract
Dong-han Zhang-di had convened Baihuguan meeting in Chien-chu fourth year(79),
Yuan Dynasty Da-Te ninth year (1305),《Baihutong》suddenly come out to confront the
world as the voluminous literature of Baihuguan meetingting. However, since the Qing
Zhuang, Shu-zu, Liu, Shi-pei and Sun, Yi-rang have advocated “rectification of names”
of《Baihutong》, to Hong, Ye questioned the《Baihutong》, “suspect the book wasn’t
written by Ban,Gu”, “suspect that wasn’t Authorized by Zhang-di”, “suspect the book
published during San-guo”; there are many non-relevant questions unresolved between
《Baihutong》and voluminous of Baihuguan meetingting.
Three years ago (2013), Lin, Tsung-Shun publication of “Han Dynasty
Confucianism pieh-tsai: Empire ideology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chapter VIII
〈 imperial ideology reconstruction— play the role as the basis of “national co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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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Baihutong》〉, still adhere to the《Baihutong》is the “Zhang-di personally
presided over the meeting compiled from the summary of the conclusions” of the
voluminous literature, further advocated《Baihutong》is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national constitution” of the Han, “National Constitution” Han Dynasty imperial
ideological foundation, self-contained point of view of social ethics that Classics services
politics.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Lin, Tsung-Shun Elaborate
《Baihutong》, analyzing of the results of Professor Lin researching《Baihutong》and
as the era significance to research《Baihutong》of post-war Taiwan stage.
Key words: 《Baihutong》, Baihuguan meeting, Classics, Chen-wei,
(Lin, Tsung-Shun)
